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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委托代理关系是会计信息有用性问题的逻辑起点，但是很少有研究者注意到委托代理双方不仅进

行着经济交易，而且还置身于社会交往之中，现实中的委托人和代理人是可能存在着某种形式的社会

关系的，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社会关系会对委托代理关系的实质以及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产生深刻的影

响。会计学通常被认为是建立在经济学和管理学基础之上的，[1]然而，自社会学家 Granovetter （1985）

提出著名的“嵌入性”理论以来，“经济活动总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的观点已经得到了广泛的

认可。[2]如果会计理论的作用是“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3]那么有理由相信，越贴近现实的理论

就越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因此，将会计理论的视野拓宽至社会交往的范围，将会提高会计理论的

适用性。

中国人的社会交往有其自身显著的特色。在中国本土社会学理论中，费孝通在 20 世纪 40 年代提

出的“差序格局”论是迄今为止最能反映中国传统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特征的理论观点，[4]大凡研究中

国人与中国社会的学者，很少有不使用这个概念的。[5]因此，如果要将社会关系纳入中国本土会计研究

的视野，就不能忽视“差序格局”这一重要概念及其影响。本文的主要意图是将“差序格局”概念引

入会计信息有用性研究，并且在一般性的理论分析之后，通过对中国近代证券市场的简单考察，为理

论分析提供一个初步的历史证据。

接下来，本文第二部分介绍“差序格局”的概念和中国人的信任法则，第三部分将“差序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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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引入对会计信息有用性的探讨，第四部分以中国近代股份公司与信息披露为例，为本文的理论分

析提供一个初步的历史证据，第五部分是本文小结与未来研究方向。

二、“差序格局”与中国人的信任法则

（一） “差序格局”的概念及内涵

费孝通(1948)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了“差序格局”这一概念，用以说明中国人社会关系的

特点，并与西方社会关系进行对比。费孝通(1948)形象地指出：“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

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

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是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

单位就是团体。我说西洋社会组织像捆柴就是想指明：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

有一定的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我用这比喻是

在想具体一些使我们看到社会生活中人和人的关系的一种格局。我们不妨称之作团体格局”。中国人

的社会结构与西方人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

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

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费孝通将这种社会关系格局称为“差序格

局”。[6]罗家德和叶勇助 （2007） 将中国人“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网络形象地用图 1 来表示。[7]

人情法则：报或人情交换，

人情账与情感关系

公平法则

需求法则

家人连带

熟人连带

弱连带：生人

人情交换

结亲
自

我

同：九同及介绍人

陌生人

图 1 差序格局下的个人社会网示意图

资料来源：罗家德，叶勇助. 中国人的信任游戏[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64.

在图 1 中，“自我”处于“差序格局”的中心，自我与其他人的关系体现为由里及外的不同层次

的圆圈，“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6]图 1 中表现的中国人“差序

格局”的社会关系有五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中心的圆圈，即自我；第二层次是家人连带，简单地说就

是血缘关系；第三层次是熟人连带，这是中国人最特有的关系形态；[7]第四层次是弱连带或者说“生

人”，可以理解为点头之交或仅仅是“认识的人”；第五层次是陌生人，也就是完全不认识的人。可以

看到，中国人“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呈现一种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的结构。

“差序格局”下不同层次关系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而且不同关系之间可以相互转化。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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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间可以通过“拉关系”、“套近乎”、“一表三千里”发展出弱连带甚至更近的关系，中国传统上

的“九同”———同学、同事、同乡、同姓、同好、同行、同年、同袍和同宗———就是拉关系的典型方

法。而弱连带“一回生、二回熟”，通过长期和频繁的交往就有可能转化为熟人连带。从熟人发展为

家人，则可以采取联姻、认养、结拜等方法。当然，逆向过程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实现。

Granovetter （1985） 将西方人际关系划分为无连带、弱连带和强连带三种，[2]中国人“差序格局”

的社会关系不同于这种划分。在本质上，中国人“差序格局”与西方人际关系划分体现的是社会关系

格局的差异，正如费孝通 （1948） 所说，西方人是“团体格局”，而中国人是“差序格局”。[6]翟学伟

(2009)指出：“表面上看，差序格局在人类社会似乎是普遍存在的，西方人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中国社

会的格局。一般来说，人们都会对自己的家人、朋友更亲密。可是，一旦将它同团体格局的特征做一

一比较，西方人就会承认他们还是更能接受后者。可见，这里面隐藏着宗法观念与宗教精神的差异。”[5]

尽管“差序格局”的概念是在一种类似于散文风格的文章中提出来的，[8]没有严格的概念定义，但

是这一概念能够成为中国社会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并且得到广泛应用，充分说明了它包含着丰富的内

涵，费孝通及之后的研究者对此多有论述。比如，孙立平(1996)概括“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模式至

少具有以下五个特点：第一，“自我主义”；第二，公私、群己的相对性；第三，特殊主义伦理；第

四，人治社会；第五，长老统治。并且指出，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制度安排和权力运作，都是以这

样的一种社会关系模式为基础的。[8]翟学伟(2009)概括“差序格局”的内涵为以下六点： （1） 表现出了

中国人交往中的亲疏远近特点； （2） 反映了个体与家国、天下之间的关系，尤其表明了个体在同心

圆中所处的中心位置，进而可以反映出宏观与微观、大宇宙与小宇宙、大我与小我之间的一体性或同

质性； （3） 体现出中国人的道德既有内在的一贯性，又有等差性； （4） 反映了公与私、自我与他人

及内外群体之间相对且模糊的关系，而不同于西方社会所体现的明确关系； （5） 隐藏着宗法观念与

宗教精神的差异； （6） “差序格局”社会在制度设置、运行以及执行上都容易顺着社会情境与个人

关系来操作，很容易造成人治的特点。[5]

（二） 中国人的信任法则

“关系”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它会影响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信任是人际关系与经济行动之间

的中介变量。[7]“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体现了中国人不同层次的信任法则，罗家德和叶勇助 （2007）

对此进行了精彩的论述，图 1 中做了简单概括。[7]

家人连带适用需求法则。所谓需求法则，是指家人之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家人的需要其

他家人应该不求报偿地满足。家人之间的信任是无条件的、义务性的，当家人需要时，他知道其他家

人肯定会满足他。“家人可以指责，可以监督，但不能背离，所以表现不好的家人，我们很难说是信

任他们，但却必须合作。”[7]

熟人连带处于家人连带和弱连带之间，如亲密的朋友、同学、同事、战友、邻居等，是“中国人

最特有的关系形态”。[7]熟人连带适用人情法则，人情法则“是中国人最特别的行为模式”。[7]简单地说，

人情法则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人情法则实质上是一种以获得回报为目的的工具性交换。比如人们

常说的“人情账”，实际上意味着这种交往是需要回报的，只是回报不必马上获得，而是可以在较长

的时间内、通过间接的方式获得。另一方面，人情法则“又隐藏在情感关系的烟幕之下”，[7]也就是说

尽管人情交换需要回报，但它又要表现为情感行为，比如中国人常用的客套话，“这点小事哪说得上

是帮忙，你要再提，就是把我当外人了”。情感法则的双重性是融为一体的，工具性交换和情感交换

共同构成了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这也体现了中国人最有特色的信任建立机制。情感关系保证了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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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诚实，交换关系又要求双方有一定的能力与一致性，因此熟人连带的信任关系是一种“深度信任”，

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了家人。

在图 1 中，“差序格局”的最外面两层分别是弱连带和陌生人。弱连带可以理解为“认识的人”，

陌生人则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人。弱连带适用公平法则，也就是普遍的社会规范(法律、习俗、道德等)

要求的行为方式。尽管陌生人也应当适用公平法则，但是罗家德和叶勇助(2007)认为中国人对陌生人

往往还没有达到公平对待的程度。[7]弱连带的信任关系较弱，但这种关系也是存在的。“如果在一段长

时期、高频率的交换中，双方都展现了可信赖行为，也可能建立起信任关系”。另外，“华人十分强

调‘以大事小’、‘广布恩德’的艺术，其实这也正是在弱连带中建立信任关系的主要方式”。[7]对于陌

生人，人们不会轻易付出信任，陌生人之间的信任主要是通过法律制度等一般机制建立起来的。

“差序格局”对应着不同层次的信任法则，“差序格局”及其信任法则是每一个中国人必须面对

的现实，因此研究中国人的经济交易和社会交往，不能忽视这些至关重要的实质性因素。

三、“差序格局”与会计信息的有用性

会计信息有用性问题发源于委托代理关系。现有理论认为，委托代理关系必然导致委托人与代理

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关系建立之前的信息不对称容易导致“逆向选择”问题，委托代理关

系建立之后的信息不对称则会带来“道德风险”问题。会计信息对于缓解委托代理关系下的信息不对

称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事前，了解和掌握关于投资项目的准确和详尽的会计信息，能够帮助委托人评

估项目的优劣并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从而缓解事前的逆向选择问题。会计信息在这方面的作用被称

为“投资有用性”[9]或者“定价功能”。[10]委托代理关系建立之后，委托人和代理人可以通过签订各种契

约来激励和约束代理人的行为，这些契约要求代理人提供相关会计信息，帮助委托人监督和评估代理

人的行为，从而缓解道德风险问题。会计信息在这方面的作用被称为“契约有用性”[9]或者“治理功

能”。[10]以委托代理关系下的信息不对称为基础，会计信息在投资和契约两个方面的有用性已经被大量

研究证实。

委托人和代理人是会计信息有用性问题的两个“主角”，但是很显然，现有理论并没有考虑委托

人与代理人的社会关系问题。实际上，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隐含着一个必不可少的

前提，那就是代理人是不诚信的、委托人不信任代理人。而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确实可能存在某种形

式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会影响到双方的相互信任，从而影响会计信息的有用性。

如果委托人与代理人是父母和子女，也就是图 1 中的“家人”，此时需求法则会导致会计信息根

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作为家人的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不存在真正的信任问题，即使代理人既没有能力

又没有意愿为委托人的利益服务，家人之间的合作也是必须的。作为家人的委托人甚至会牺牲自己的

利益来帮助代理人，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不会导致真正的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会计信息完全没有存

在的必要。

现实当中有“亲兄弟，明算账”的俗语，似乎表明家人也需要会计信息，但是实际上“亲兄弟，

明算账”正是家人之间应对使用会计信息时所产生的尴尬局面的一种借口。处境好时，家人之间可能

会形式上“亲兄弟，明算账”，而当面临困境时，家人之间的帮助是义务性的，“明算账”就成为一

句空谈。家人之间的会计信息发挥着巴其阿勒时代会计信息的作用，而且在很多时候是象征性的。

如果委托人和代理人是熟人，人情法则会大大降低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人情法则是隐藏在情感关

系下的互惠交换，在情感关系的外衣下，熟人之间的交易并不以会计信息为依据，无论会计信息是否

“差序格局”与会计信息———理论分析与中国近代的历史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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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也不管会计信息体现代理人的能力是高是低，熟人之间可以用“咱俩谁跟谁”、“谈钱伤感情”

等话语轻易地将会计信息撇开。排除情感因素，从工具性交换的角度来说，一方面，熟人之间信息十

分透明，在会计信息之外，熟人可以通过其他各种途径了解对方的行为品性，熟人之间经常性的谈论

和交流使得信息传递具有很高的效率。另一方面，熟人圈子里对背信弃义者的谴责和鄙弃是一种强大

的控制机制，迫使代理人诚实守信，这种控制机制是非正式的，与会计信息无关。因此，无论从情感

角度还是从工具性角度，熟人之间都存在其他的十分有效的信任机制，来维护委托代理双方的合作，

在这种“深度信任”关系之下，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大打折扣。

弱连带对会计信息的影响具有多种可能性。在公平法则下，具有弱连带的委托人和代理人可能会

使用会计信息作为交易的依据。如果是陌生人通过“拉关系”形成的初始的弱连带，更是无法将正式

的会计信息排除在交易之外。而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具有一定的关系并希望继续深化关系，双方也不

会故意欺骗对方，因此会计信息可能会更加可信。但是在弱连带下，会计信息所发挥的作用具有不确

定性。从投资有用性角度，弱连带下会计信息所发挥的作用可能会取决于会计信息所反映的内容。可

以想象，如果会计信息反映出代理人具有较强的能力，那么具有弱连带的委托人会做个顺水人情，放

大有利的会计信息的作用；如果会计信息表明代理人能力较差，那么委托人则可能施以恩惠，无视会

计信息的存在。从契约有用性的角度，弱连带下存在着其他一些因素发挥治理作用，比如弱连带双方

渴望进一步增进感情的意愿，或者与熟人连带类似的共同朋友圈子的潜在惩罚性，这些因素迫使代理

人不会轻易欺骗和侵害委托人，因此会计信息的作用会有所降低。

最后，陌生人之间的会计信息自然进入已有理论的轨道，按照现有理论中投资有用性和契约有用

性的一般规则发挥作用。

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所以他们之间适用的信任法则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因此

要动态地看待会计信息发挥的作用。不同关系的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相同委托人和代理人交往的不

同时期，会计信息的作用可能都不相同。相对于经济交易的逐利性，社会交往的动机更加复杂，因此

一旦将社会交往作为会计信息发挥作用的背景，就更加应当用客观的、动态的观点看待会计信息的有

用性。

历史和现实为观察社会关系对会计信息的影响提供了条件。现代财务会计发源于委托代理关系，

而财务会计发展的历史就是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不断变化的历史。在委托代理关系开始形成的时

期，委托人与代理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认识甚至熟悉的。举中国近代的例子，由于近代国人对股份

公司的不信任，公司募股融资大多是在亲戚朋友间进行，“商务印书馆、兴业银行等，虽系股份公

司，而其股票尚未分配于多数人之手。其余著名公司、银行之股份，多分配于其亲戚朋友，并不流布

于各处普通不相识之人，在市上及交易所中，均无从购买……”。[11]可见，此时委托人与代理人仍然具

有弱连带、熟人甚至家人的关系，处于萌芽阶段的财务会计能够与这种环境相适应。

委托人与代理人从相互认识到完全陌生，证券交易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委托人之间的证券交

易促使了委托人逐渐远离代理人，而证券交易本身也是从相识的人开始的。以美国为例，早期的证券

交易是以无组织、不规范的咖啡馆拍卖方式进行的，[12]显然，这种形式的证券交易双方是相互认识的。

之后人们形成了区域性的交易场所，比如 1792 年 5 月 17 日，纽约商人决定每天在固定时间聚会在华

尔街一棵老梧桐树下买卖证券。[12]此时委托人之间还是相互认识的，如果他们愿意，完全可以通过相

互认识的委托人的链条寻找到与代理人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证券交易带有这种区域性的特征，

委托人与代理人并未完全陌生。随着全国性的证券交易所的建立，证券交易逐渐突破区域的限制，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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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人之间的关系才变得越来越远，直至完全陌生。委托人之间完全陌生，导致了再也无法通过委托人

的链条与代理人建立人际关系，这时完全陌生的、匿名的委托代理关系得以形成。在委托代理关系完

全匿名的环境下，与之相适应的财务会计才得以发展。

在现实中，会计信息会在多种场合发挥作用，不同场合的委托人与代理人仍然存在不同的关系。

比如，股票市场中委托人和代理人是陌生的，而在银行信贷中的委托人和代理人则很有可能存在弱连

带、熟人甚至家人等不同的关系。因此，即便是在现代社会高度匿名化的环境中，委托人与代理人也

并不总是完全陌生的，不同场合委托人与代理人可能存在各种形式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对会计信息

的影响具有十分深厚的现实背景，因此在研究会计信息的有用性时，我们不能无视这一现实的存在。

四、中国近代的股份公司与信息披露：一个历史证据

下面本文以中国近代股份公司和信息披露的实例，为前文关于社会关系与会计信息有用性的理论

分析提供一个初步的历史证据。

委托代理关系是会计信息有用性问题的逻辑起点，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同样存在着股份公司和证

券市场这些委托代理关系的典型表现。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公司制开始传入中国，1860 年以

后的“洋务运动”时期，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为了解决兴办军工企业遇到的资金问题，“仿

西国公司之例”开始自己发行股票，希望广泛吸收民间资本。那时股份公司和股票对大多数中国人来

说还是相当陌生的，当时最主要的中文报纸《申报》在 1882 年的一篇文章中评论道：“谓以有用之

金银，付托于素不相识者之手，生意进出无从询之，伙友臧否不得而问之，且必数年以后，利则获分

其余，钝则须增其股本，为自己之资财，反听他人之主宰，保无我诈我虞乎？”。[11]当时中国人对股份

公司的反应是初见新事物时最自然最本质的反应。“为自己之资财，反听他人之主宰，保无我诈我虞

乎？”显然，中国人对这种委托代理行为表现出强烈的不信任。

近代中国人对股份公司的不信任使许多新办企业募股十分艰难。以近代历史上经营时间最长、规

模最大的轮船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为例，1872 年李鸿章令朱其昂试办轮船招商局，次年改为官

督商办，向全社会募股。照理来说，“官督”的背景相当于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政府担保，能够增加投

资者的信心，但是轮船招商局初期募集资本的过程仍然捉襟见肘。初期计划募集 100 万两白银的开业

资本，一直到十年之后的 1882 年才凑齐。之后，李鸿章决定由大买办商人唐廷枢和徐润担任招商局

的“总办”和“会办”，这二人自掏腰包投资了 20 万两，以自己的投资和声誉做担保，带动了一批富

商和买办投资，并且适逢 1883 年近代股市的第一次热潮，才得以为轮船招商局募集到诸多商股。[11]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近代中国人对委托代理行为表现出强烈的不信任，股份公司在初创阶段都

举步维艰。按照现有的会计理论，会计信息应当在缓解信息不对称、建立信任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

用，投资者越是不信任代理人，就越需要会计信息来建立这种信任。那么，近代中国股份公司的情况

是否如此呢？

答案是否定的。在公司层面，近代以来，“中国公司素来严守秘密，不肯以内幕示人，故人亦不

之信”。1935 年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向 150 多家公司征求公司股票上市交易的意见，结果只有 20 多

家表示愿意；而当交易所要派遣会计师对这 20 多家公司的财务进行调查时，许多公司宁愿股票不上

市也不愿意接受调查。[13]可见，公司自身并不愿意披露会计信息。在政府层面，中国近代法律制度对

股份公司信息披露的规定远远不够。比如，1914 年北洋政府颁布的《公司条例》既没有对公开信息

披露提出要求，也没有明确股票发行的必备程序。1929 年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公司法》只是强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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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行股份需要向主管官署呈报相关资料，但对公司持续信息公开未作具体规定。同是 1929 年颁

布的《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招股暂行办法》也只是增加了发行股票的审批程序，仍然没有对股票的发行

方式和信息披露作出要求。一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全国根本没有建立起统一的会计制度。[13]可见在

政府层面，近代中国并没有严格的信息披露法律制度。

问题在于，在近代中国，一方面委托代理关系下委托人对代理人强烈的不信任，按照现有会计理

论，此时迫切需要会计信息来缓解委托代理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信任问题；而另一方面，中国近代历

史上的股份公司和政府，都没有强烈的信息披露愿望，致使股份公司信息披露严重不足。那么近代中

国人是依靠什么来解决这种矛盾的呢？

回想 《申报》 1882 年的评论，“谓以有用之金银，付托于素不相识者之手……保无我诈我虞

乎？”近代中国人隐约透露出他们的担心之一是代理人与自己“素不相识”。这可以理解为，如果代理

人与自己“相识”甚至“相熟”，这种不安和不信任就可能会得以减轻。事实也正是如此。仍然以轮

船招商局为例，唐廷枢和徐润入主轮船招商局之后得以募集股份，“其最初附股之人，固由廷枢招

致，即后来买受者，廷枢亦大半相识”，而徐润“设法招徕各亲友之人亦不下五六十万”。[11]在后来其

他二十多家工矿企业募股的过程中，托亲访友的“半公募 + 半私募”形式依然处于主导地位。[11]“商

务印书馆、兴业银行等，虽系股份公司，而其股票尚未分配于多数人之手。其余著名公司、银行之股

份，多分配于其亲戚朋友，并不流布于各处普通不相识之人，在市上及交易所中，均无从购买……”。[11]

从这些历史事实可以看出，近代中国股份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主要是建立在亲朋好友之间，陌生人之

间很难建立这种关系。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如果委托人和代理人存在熟人或者家人的关系，他们之

间适用的人情法则或需求法则将大大降低会计信息的有用性，近代中国股份公司的委托人和代理人恰

恰多是“亲朋好友”，这种社会关系的存在为近代中国信息披露的矛盾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解释。

中国社会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关系是中国人建立信任的主要机制，[4]“差序格局”的社会

关系及其分别适用的信任法则是中国人经济交易和社会交往的关键依据。从中国近代股份公司和信息

披露的历史可以看出，会计信息受到“差序格局”社会关系的重要影响，将这些概念引入会计理论能

够解释现有理论难以解释的历史现象，同时社会关系也是会计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现实背景。

五、小结及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探讨了这样一个事实：会计信息有用性问题不仅仅发生在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经济交易之中，

同时也发生在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社会交往之中，中国人“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对会计信息的有用性

产生重要影响。“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及其对应的信任法则是会计信息在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发挥

作用的重要社会现实背景，会计理论不应该忽视这些问题。本文在简要介绍中国本土社会学中“差序

格局”理论之后，分析了委托人与代理人存在不同社会关系的情况下，会计信息有用性可能受到的影

响；在此基础上，以中国近代股份公司和信息披露的事实为理论分析提供了初步的历史证据。本文的

研究表明，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社会关系会影响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在中国“关系本位”的社会中，

“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对会计信息的影响尤其重要。

认识到社会关系因素对会计信息有用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社会关系及其信任法则属于

非正式制度的范畴，我国当前的会计改革主要是构建相应的正式制度，而实际上，非正式制度为正式

制度提供了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土壤，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亲和力越强，就越容易被遵守，反之则

会造成正式制度的无效或执行不力。[14]因此，在我国会计改革的进程中，不能忽视中国传统文化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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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特征的影响，对非正式制度的深入研究是会计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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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ssues of the usefulness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originate from the principal-a-
gent relationship. Both parties of the principal and the agent not only engage in economic transac-
tions, but also engage in social interactions. The soci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principal and the agent

can affect the usefulness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The influences of“Orderly-Diversity Pattern”of
Chinese social relations on the usefulness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are hierarchical. The examples of
the joint-stock companies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s in modern China can provide a historical evi-
dence for these influences.

Key words：“Orderly-Diversity Pattern”；accounting information；trust


